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内容演变：

从直接使用到非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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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2.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是落实“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实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

的基本手段。本文追溯了美国和欧盟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内容的演进和发展，梳理了货

币赔偿立法变迁以及损害评估方法争议等关键问题。研究表明：近三十年来，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与

生态环境功能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关系认识的变化，欧美国家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内容发生了较

大转变，即由单一赔偿渔业资源、娱乐休闲等直接使用价值损失，扩展至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损害全

面兼顾。然而，非使用价值损害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导致非使用价值损害货币赔偿在管

理实践中面临争议，这也持续推动法律与经济学者开展非使用价值损害货币化评估方法创新及立法实

践探索。研究结论可为我国建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制度和制定管理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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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the content of monetary compensation for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from direct use value to non-us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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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netary  compensation  for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s  the  fundamental  means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 Environment  is  Valuable,  and  the  Damager  Shall  be  Liable”   and  to  carry  out

damage relief.  This paper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monetary compensation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ummarizes  the  changes  in  relevant

legislation, as well as the controversies over damage assessment method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past 30

years,  with  the  changes  in  hum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unc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content of monetary compensation for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at is to say, it has shifted from solely compensating for the losses of direct use value such as fishery resources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o taking both use value and non-use value into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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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amage. However, the uncertainty of the assessment methods and results of non-use value damage has led to
controversies  i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non-use  value  damage  compensation,  which  has  continuously
prompted  scholars  of  law  and  economics  to  carry  out  the  innovation  of  non-use  value  damage  monetization
assessment  methods  and  exploration  of  legislative  practice.  The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netary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and  the
formulation of management policies in China.

Key words: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monetary  compensation;
monetized valuation; non-use value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

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

靠保障。”建立健全“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

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环境

权益、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1]。

作为海洋大国，海洋在我国经济发展与民众福利

改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海洋资源开发持续

推进的进程中，海洋经济已然成为推动国民经济

发展的新生力量。然而，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高速

发展给近海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海洋生物

资源大幅减少，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受损，生

态承载力持续下降，海洋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

护矛盾日益突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

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2024年 1月

1日，第二次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提出“海洋环境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优

先、预防为主、源头防控、陆海统筹、综合治理、

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明确规定海洋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是国家重要事务，为海洋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工作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 [2]。建立

健全“损害担责、赔偿到位”的海洋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对实施海洋生态文明战略、建设

海洋强国、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开始构

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制度，并取

得了良好成效。美国陆续制定 《清洁水法 》

（Clean Water  Act,  CWA）、《综合环境反应、赔

偿和责任法》（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
CERCLA）和 《石油污染法 》 （Oil  Pollution  Act,

OPA）等系列法案，对包括海洋在内的水资源损

害赔偿作了详细规定。2004年，欧盟借鉴美国

经验制定了《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

任指令》（Environmental Liability with regard to the
Prevention  and  Remedy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ELD），确立了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

框架，对环境损害赔偿主体、客体、损害赔偿范

围和方式等作出相应规定。欧美国家的立法和

管理经验对我国建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梳理

美、欧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内容、

立法变化及损害评估方法争议等关键问题，以期

为我国基于“损害担责”原则构建海洋生态环

境损害货币赔偿制度提供启示与借鉴。

 1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起步阶段：直接使

用价值损失

20世纪 30－60年代，随着欧美工业化、城

市化高速推进，工业生产扩张需求不断提升，能

源消耗激增，排放到河流、海洋等自然环境中的

有害废弃物明显增多，引发了一系列资源耗竭和

环境破坏问题，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

强。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环境

委员会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PPP），即直接或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

的单位与个人，应当承担污染控制和环境损害的

全部费用 [3]。此原则一经提出便迅速获得国际

认可，成为众多国家自然资源与环境损害货币赔

偿的基本准则。

1969年美国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一石油

钻井平台发生井喷，污染了 56 km的加州海岸

线，造成 3600多只海鸟及大量海洋鱼类死亡，引

发公众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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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美国国会颁布了首部自然资源损害民

事赔偿法案《国家海洋禁猎法》（National Marine
Sanctuaries Act, NMSA），明确界定自然资源损害

的可赔付性，即自然资源损害可通过损害评估方

法进行计量得到赔偿。在海洋资源中，具有市场

价格的渔业资源损失率先被纳入损害赔偿范

围。1974年，美国联合化学公司（Allied Chemical
Corp）向詹姆斯河流排放十氯酮（Kepone）杀虫剂

污水事件造成了严重的渔业资源损害。美国联

邦法庭于 1976年 10月 5日宣判联合化学公司

为此案赔偿 1337.5万美元，其中包括渔业资源损

失等，成为美国首桩因化学品污染水域被判罚赔

偿的案例。1974年，美国国会在《深水港法》

（The Deepwater Port Act, DPA）中明确赋予交通

部代表公众向责任方征收海洋受损自然资源修

复赔偿金的权利，虽然自然资源囊括鱼类、贝

类、野生动物、海岸线和海滩，但实际仅落实了

鱼类、贝类等具有直接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的

保护与赔偿。此外，1978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外

大陆架修正法案》（Outer Continental Shelf Lands
Act Amendments, OCSLA），规定溢油事故导致的

自然资源经济损失应予以赔偿，其中经济损失特

指“对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及相应的使用

价值（use value）损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美国

相关法律率先实现了对具有直接使用价值的自

然资源经济损失的赔偿。

随着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司法实践的推

进，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即赔偿量化方法成为研究

热点。例如，1974年十氯酮杀虫剂污染事件发

生后，美国学者 Swartz与 Strand（1981）依据当时

当地的渔业资源种类及其市场价格计算得出

1975年 12月至次年 4月期间的渔业资源价值损

失合计为 13000美元[4]，印证了当地渔民就渔业

资源损害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的合理性。

1978年 3月 16日，美国超级邮轮“阿莫戈·卡迪

茨”（Amoco Cadiz）号在法国西北部触礁断裂，

22.3万吨原油泄漏影响了约 9000吨牡蛎以及大

量蛤蜊、海胆的生存。法国学者 Conan（1982）评
估出当地渔业资源在 5年内损失达 5487万法

郎，法国政府也认为该事故造成了巨大的渔业经

济损失，并向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提出索赔[5]。美

国北伊利诺伊州地区法院承认了此次溢油干扰

了渔民经济活动，最终判决包括渔业资源损失在

内的总赔偿额约 14亿法郎。20世纪 80年代，随

着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增长以及人类环保意识的

提升，环境经济学家论证了自然资源除提供具有

市场价格的经济作物外，还具有审美、文化、旅

游等休闲娱乐功能，例如海滩等滨海自然景观为

公众提供的海滩远足、休闲垂钓等休闲用途也

具有直接使用价值。美国学者 Mcconnell（1986）
对新贝德福德港排放多氯联苯（PCB）污染造成

的渔业资源损害和休闲渔业、海滩的休闲娱乐

价值损失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 1980－1985年

PCB污染造成渔民经济损失总现值约 200万美

元，休闲垂钓损失约 310万美元，海滩使用损失

现值约 830万至 1140万美元，为波士顿联邦地

区法院向电气制造商索赔提供了依据[6]。

欧洲的损害赔偿法律体系建设与司法实践

开展起步较晚。20世纪 70年代，欧洲环境政策

以环境行动规划为核心并主张“污染者付费”

原则。1973年，理事会通过了《欧共体第一个环

境行动规划 》 （以下简称规划一 ） （ European
Community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1973－1976），明确规定污染者付费：“预防和消

除环境污染问题的费用必须由污染者承担”，并

将水和空气污染、废物管理、环境影响评价等列

为重点领域，奠定后续环境政策基础。70年代

中期，欧共体根据规划发布了 30多个涉淡水和

海水的指令或决定，强调在源头采取规划、许

可、收费等措施维护水环境健康。此后的《欧共

体第二个环境行动规划》与《欧共体第三个环境

行动规划》总体上是规划一的延续和扩展，且提

出了确保污染者付费的具体措施（如通过法令制

定标准、超标收费等）。尽管此时欧盟的环境行

动规划尚无强制约束力，也未明确付费赔偿内

容，但对环保实践有重要指导作用。

总之，20世纪 70年代美、欧的立法与实践

秉持“污染者付费”原则，以自然资源损害可赔

偿性为前提，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进

行了积极探索，率先实现对渔业资源损害、滨海

自然景观提供的娱乐休闲功能损害等直接使用

价值（direct use value, DUV）损害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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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发展：间接使用价

值与非使用价值损害纳入赔偿范围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区域性环境污染与大

规模生态破坏引发社会对物种多样性和生物栖

息地的广泛关注，维持生物多样性成为生态系统

保护的优先事项。同时，人们意识到生态系统服

务具有重要作用且日益稀缺，人类对其利用必须

考虑经济代价。Westman、Costanza等开始通过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征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

用货币符号表征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利的有

用性与稀缺性，揭示破坏生态系统的代价 [7-8]。

这一时期，福利经济学原理被引入自然资源损害

赔偿领域，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生态系统服务受损

导致公众环境福利水平下降，损害赔偿则应保证

公共福利水平不下降。即以个体成员之前的环

境效用水平为基础，赔偿标准是保证个人环境福

利完整无缺（make whole）的货币金额 [9]。由此，

环境经济学家主张将间接使用价值（indirect use
value,  IUV）与非使用价值（non use value,  NUV）

纳入赔偿范围，以保证个人环境福利不下降。

间接使用价值指环境资源间接支持当前生

产和消费活动的功能，如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环

境容量功能与对废弃物的处理和净化等功能，它

们不直接参与生产和消费过程，而是通过维持生

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等方式，间接地为人类提供

服务，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3]。Costanza
（1997）、Daily（1997）等学者对间接使用价值进

行了系统阐述和量化研究，详细分析了生态系统

在气候调节、水供应、废物处理、生物控制及栖

息地提供等多方面的间接服务功能及其价值，推

动该概念的广泛应用[10]。除间接使用价值外，有

学者提出了“非使用价值”概念。非使用价值

由 John V·Krutilla等首次引入主流经济学著作，

用以描述某些物品具有的独立于人们对它进行

使用的价值，可以通过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
或遗产价值（bequest value）来具体表征[11]。存在

价值指人们对环境资源存在的价值认同，与是否

需要使用无关。遗产价值则指人类为子孙的利

益而对环境进行保护的支付意愿。二者是人类

福利的基石与生产消费的保障，人们可因环境资

源存在或其为后代提供环境资源效益而受益。

自 80年代起，众多学者对自然资源损害赔

偿研究的重点开始向间接使用或非使用价值损

害赔偿转移，开展了大量方法评估研究。环境经

济 学 家 运 用 生 产 函 数 法 （ p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避免损害成本法（damage costs avoided
method）等方法对间接使用价值进行评估，使得

间接使用价值损害具有可赔性。例如，Farber
（1987）使用生产函数法评估湿地风暴潮防护价

值，得出路易斯安那州墨西哥湾沿岸一英里的湿

地风暴潮防护价值在 110万到 370万美元之

间[12]。学者们也进一步针对间接使用价值损害

赔偿展开了研究。Barbier（1993）等对尼日利亚

Hadejia-Nguru湿地的地下水补给功能损害进行

了评估，得出地下水位每变化 1米，湿地间接使

用价值将损失 6.2249万美元，为政府对湿地地下

水补给功能损害的赔偿提供了经济支撑[13]。自

非使用价值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亦对其损害评

估与赔偿进行了探讨。1988年 12月“Nestucca”
号驳船船体被划破，约 23.1万加仑燃料入海导

致华盛顿海岸线地区约 4万只海鸟死亡，一些鱼

类受到影响。对此，Rowe（1991）等评估出海鸟

等濒危野生动物和遗产价值在内的非使用价值

损害在 45～ 175美元 ，为后续索赔提供了依

据 [14]。2019年，加拉帕戈斯群岛出现了严重的

海洋塑料污染，造成野生动物或人类栖息地等非

使用价值损害。Zambrano-Monserrate（2020）采
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评估出每个厄瓜多尔家庭为减少污染的

年支付意愿在 4.90～14.51美元，可作为向污染

者要求赔偿的参考[15]。2021年，“X-Press Pearl”
号货轮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沉没，大量有害物质

泄漏造成渔业资源、休闲娱乐等使用价值损害

以及野生海洋生物资源、生物栖息地等非使用

价值损害。由斯里兰卡海洋环境保护局（MEPA）

任命的专家小组估计损失为 64亿美元，为政府

对船东和运营方索赔提供了建议。

基于间接使用和非使用价值概念与评估方

法研究的兴起 ，美国相关立法也持续发展。

1977年美国国会颁布的 《清洁水法 》 （Clean
Water Act, CWA）修正案拓展了水污染造成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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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对污染物的清除成本

（clearance cost）和重建成本（restoration cost）。其

中清除成本被定义为“为最小化或降低对公共

福利损害而采取的一切行动所产生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拯救鱼类、野生动物以及公共和私人

财产、海岸线和海滩的费用”。尽管该修正案

认可了间接使用甚至非使用价值的损害赔偿，但

并未明确损害确定方法及重建期价值赔偿规

定。1978年，加州拉夫运河因危险废物处置不

当引发严重环境污染。为妥善解决该污染损害

赔偿问题，1980年 12月，美国国会颁布了《综合

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即《超级基金法》）

（ 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 CERCLA）。该法

第 107条规定赔偿范围包含对自然资源的损害、

破坏或损失及评估费用。法院对赔偿范围予以

进一步解释“涵盖没有证据证明有事实上的损

害，休闲娱乐的损害以及存在价值上的损害”
[16]，

部分承认了间接使用和非使用价值损害，并要求

适量赔偿。彼时，国际海洋溢油事故频发，引发

了全球对自然资源损害评估的高度关注。

1986年，美国内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DOI）发布了《自然资源损害评估规章》（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and  Restoration,
NRDAR），旨在评估溢油等有害物质泄漏事故对

自然资源及其服务造成的损害。“服务”指自

然资源为其他资源或人类所提供的物理或生物

功能，诸如为人类供给食物、渔业、水产，提供娱

乐用途，防洪、废物净化等作用（间接使用价

值），以及为生物打造栖息地、保障野生动物的

生存基础（即非使用价值）等其他一切该自然资

源可赋予的功能皆属“服务”范畴。其中，Type
B规则将非使用价值纳入了赔偿范围。1989年

“埃克森·瓦尔迪兹号”（Exxon Valdez）溢油事

故致使约 3.7万吨原油泄漏，对地表水及海洋动

植物等自然资源造成了巨大损害。人们意识到

现有公约和法律对溢油损害所规定的有限赔偿

责任，无法足额弥补所有海洋损失，以此促成了

1990年《石油污染法》（Oil Pollution Act, OPA）的

诞生。该法案明确了赔偿范围为修复、重建、替

换或获取受损自然资源类似等价物的成本、修

复期间价值的减少及评估费用，并对溢油赔偿和

资源修复作出了详细规定。间接使用、非使用

价值得到重视并予以救济。在此基础上，国家海

洋与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1996年制定的《自然资源

损害评估指导文件 》 （Guidance  Documents  for
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Under  the
Oil Pollution Action of 1990, NRDA）确立了自然

资源“可赔偿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

值。随着法律推进和实践深入，在可赔偿价值

框架内，非使用价值获得了与使用价值同等的

地位。

欧盟各国频发的环境损害事件推动了环境

责任制度的诞生。随着欧盟境内的场所污染越

发严重，治理成本不断攀升且危害人体健康，传

统民事侵权责任已难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公共

利益 ，故而欧盟开展了环境责任立法探索。

1986年 11月 1日，瑞士 Sandoz化学公司的有

毒化学品泄漏事故催生了 1993年《关于救济环

境 损 害 绿 皮 书 》 （ Green  Paper  on  Remedying
Environmental Damage)(以下简称《绿皮书》）。该

文件初步探讨了以“连带赔偿制度”等方式补

救环境损害，但并未成为正式决议。经深入研究

美国《超级基金法》 ，欧洲委员会于 2000年 2月

9日提出了《环境民事责任白皮书》（White Paper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 以 下 简 称 《 白 皮

书》）。白皮书中提出，欧盟环境民事责任既包括

财产、健康等传统损害，又涵盖了场所污染和生

物多样性等环境损害。2004年，欧盟颁布了《关

于预防和救济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 》

（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with  regard  to  the
Prevention  and  Remedy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ELD）。该指令并未使用美国“自然资

源损害”概念，转而采用“生态损害（ecological
damage）”一词，并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将

损害赔偿范围确定为修复成本、期间损失和评

估费用。相关概念的转变意味着欧盟在环保和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思维演变，将注意力从仅关注

资源的利用和损害转向了更复杂的生态系统功

能和健康。历经几十年发展，欧美自然资源损害

评估法制体系渐趋完善，索赔范围逐渐全面，不

942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第 44 卷



仅囊括了自然资源市场价值的货币赔偿，还对受

损资源非使用价值的评估赔偿进行了有益补充，

为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赔偿提供了有力的制

度支撑与保障。

综上所述，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和人类

对海洋生态损害认知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文献

和法律强调生境维持等间接使用价值，以及以海

洋微生物、珍稀物种为代表的、具有非使用价值

的海洋生物资源的独特性与损害的不可逆性，加

之上述资源缺乏替代品、需求价格弹性低，因

此，自然资源间接使用与非使用价值损害的救济

和赔偿显得益发重要。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

赔偿呈现出由单一注重直接使用价值向使用价

值与非使用价值并重的变化特征，逐步迈入全价

值损害赔偿新阶段。

 3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完善：货币赔偿与

生态修复并存

间接使用与非使用价值的纳入使赔偿内容

更趋全面，有助于在更广泛层面维护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完整性，并保障公共福利水平不下

降。然而，非使用价值缺乏对应的市场价格，也

无法通过寻找替代物价格来衡量。尽管经济学

家运用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 SP）
中的 CVM，通过询问熟悉资源的公众代表性

群 体 对 公 共 利 益 的 特 定 改 进 的 支 付 意 愿

（willingness to pay, WTP）来评估资源环境等公共

物品或服务的价值，但将此类假想价值作为法院

判 决 的 依 据 仍 存 在 较 大 争 议 。 以 1989年

“Exxon  Valdez”号溢油事件为例 ，Carson等

（1992）使用 CVM对该溢油事故造成的自然栖息

地功能丧失和海鸟、麋鹿等珍稀物种损害的评

估结果为 28亿美元[17]。而社会各界对此次事故

的非使用价值损害评估方法与评估结果产生了

巨大分歧。Hausman（1993）指出 CVM存在假想

市场偏差（hypothetical  bias）与范围效应（ scope
effects），不能作为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 [18]。随

后，NOAA于 1993年组建了“蓝带小组”（blue
ribbon panel）全面评估该方法，肯定了 CVM是有

效的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即“CVM估计结

果足以作为损害评估司法程序的起点，但其结果

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审慎分析与一系列严格实

施规定的基础上”
[19]。1994年，美国经济学会

《经济展望》期刊举办研讨会，对 CVM进行全面

审视与评价。一方面，Portney（1994）认为 CVM
能够为缺乏市场数据的商品、服务和公共项目

提供货币价值，对自然资源损害的评估应用和政

府决策具有重要意义[20]。另一方面，Diamond和

Hausman（1994）则认为 CVM具有严重缺陷，即

使改进调查方法，CVM也难以准确衡量非使用

价值，并得出依赖 CVM进行损害评估或政府决

策是“基本错误的（basically  misguided）” [21]。

这一争论延续至 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

平线”（deepwater horizon）溢油事件后，《经济

展望 》再次举办研讨会 ，重温了 CVM争论 ：

Carson（2012）认为在正确的条件下，CVM不失

为一种有效的评估工具[22]；而 Hausman（2012）则
“有选择性地”回顾了 CVM文献，概述了该方

法的潜在缺陷，并最终宣布 CVM“毫无希望

（hopeless）” [23]。对此，Desvousges等相继做出

回应，在承认 CVM局限性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了

其偏差修正[24]。

近年来，仍有许多经济学家持续推进陈述偏

好法研究，致力于提升其评估有效性与可靠性。

例如，研究者就 CVM操作流程达成规范性共

识，融入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多学科评估

方法以修正偏差[25]。美国环保署（EPA, 2009）的
一项研究提及了测量态度、偏好和意愿的社会

心理学方法，如个人访谈（individual narratives）或
焦点小组法（focus groups），以期为货币赔偿提供

更 加 全 面 的 评 估 。 此 外 ， 全 民 公 决 投 票

（referendum）和公民评估陪审团（citizen valuation
juries）可以为价值评估提供有用信息，有效克服

陈述偏好法的局限性。 Stern（ 2009） 、 Szabó
（ 2011） 等 学 者 将 协 商 货 币 价 值 评 估 法

（deliberative monetary valuation, DMV）引入自然

资源价值评估领域，通过受访者之间的对话与协

商过程提高其对于生态问题的理解，引导真实偏

好表达，从而提高估值结果有效性[26]。2009年，

Lusk和 Norwood提 出 了 推 断 价 值 评 估 法

（inferred valuation method, IVM），要求受访者推

测他人支付意愿而非回答自身支付意愿，能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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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减少“私人”意见的扭曲并投射出自

己的信念和评价，降低了假想市场中估值偏差的

风险 [27]。另外，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
CE）由于其具有更高的信息负荷、可进行多属性

多水平决策等优势，在近十年迅速发展成为目前

国外评估资源环境非市场价值的前沿方法，并得

到广泛应用。如 Petcharat等（2020）运用 CE估

计了泰国 Bang Kachao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非

市场价值[28]。CVM与其他模型方法的结合也成

为研究热点。Abate等（2020）运用 ICLV模型

（ integrated  choice  and  latent  variable  model） 与

CVM相结合，对欧洲北极地区海洋塑料污染损

害进行估值，通过综合多种模型的优势，优化了

评估结果 [29]。随着研究的深入，Amatucci（2024）
等利用元分析（meta analysis）整合非市场价值评

估研究，综述了各种货币化评估方法的优点与局

限性，为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提供了参考，推动

了自然资源损害评估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30-32]。

由此可见，近年来货币评估方法研究成果丰硕，

各种方法相互补充、融合，为更准确地评估海洋

生态环境损害、确定合理的货币赔偿金额提供

了有力支持。

面对货币化评估方法的争议，有生态学家在

此期间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旨在维持生态功

能的基准水平，而非保障人类福利水平不变，并

提议将生态修复作为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责任方

式。海洋生态修复赔偿通过资源数量、生境面

积、生态服务功能等生态指标考量生态修复是

否达到等效目标，从而确定抵消过去、现在和未

来生态损害的必要补偿规模，而不直接从经济角

度对其进行估计，可以避免使用货币化评估技术

造成的估值偏差，更易获得司法鉴定和法院判决

支持[33]。尽管生态修复在恢复生态系统功能方

面具有显著优势，但这并非对货币赔偿的否定。

有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赔偿符合公众价值判断，能

通过实现“希克斯−卡尔多”补偿原则改善社会

福利，同时也能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不失

为一种有效的手段[34]。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在实

际应用中，对于受损要素复杂的大规模损害事

件，如“深水地平线”溢油事故，可同时采用货

币赔偿和生态修复。在争议中，欧美自然资源与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不

仅涵盖了受损自然资源的货币赔偿，还对受损资

源的生态修复进行了补充强调。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　论

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功能和可

持续发展关系认识的变化，国际海洋生态环境损

害货币赔偿内容从单一注重渔业资源价值、娱

乐休闲价值等直接使用价值损失，拓展至直接使

用价值损失、生境维持、固碳功能等具有间接使

用价值的功能损害与部分非使用价值损害全面

兼顾，能够充分践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将非使用

价值损害纳入赔偿对评估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 CVM为代表的陈述偏好法因评估结果不确

定，导致非使用价值损害赔偿在司法判决中备受

质疑，客观上推动了货币评估方法创新与立法完

善。针对评估方法争议，生态学家提议将生态修

复作为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责任方式。实际上，海

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与生态修复各有优劣，

可根据适用场景进行选择：若受损生态要素具有

清晰的市场价格或替代价格（如直接使用价值损

害）且损害持续时间较短、影响范围较小，建议

实施货币赔偿；受损对象为重要生物栖息地或生

物多样性等生态要素（非使用价值损害）以及损

害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海域面积较大则适用生态

修复；受损要素多元时，建议开展货币赔偿与生

态修复混合赔偿。

综上所述，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作为

重要的赔偿形式之一，其赔偿内容的补充完善对

于损害评估方法、损害索赔、赔偿方式的更新发

展具有重要影响，推动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向更科学、更全面的方向迈进，为维护国家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为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4.2    启　示

完善货币赔偿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在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作用，使其与生态修

复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修复。借鉴美、欧经验，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

议以建立完善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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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首先，进一步细化货币赔偿内容，优化赔偿

范围。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虽已对赔偿范围作出规定，但鉴于国际赔偿内容

转变、法律修订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有

必要对可赔偿损害进行更细致分类，探索纳入更

多间接使用和非使用价值损害。其次，制定货币

评估方法规范与导则，加强评估制度建设。国家

海洋局 2017年发布的《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

导则》为损害评估提供了技术指导，但其仅为技

术标准，存在评估方法规范不全、管理不统一的

问题，导致评估结果易有分歧。为此建议制定统

一的评估方法规范和导则，保障评估结果的科学

性和可比性；在评估制度上实现公众参与、信息

公开，强化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提升评

估过程的透明度与公正性；明确损害评估与货币

赔偿、生态修复的衔接机制，确保评估结果有效

指导赔偿和修复工作。最后，加强法律体系建

设，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制度。立法

者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借鉴国外有益

经验，依“损害担责”原则深化立法。一方面，

制定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专项法律，整合现有

规定，明确货币赔偿计算方法、标准等，减少地

区与案件赔偿差异。另一方面，以现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为基础，尽快修订出

台更多配套措施，如完善赔偿资金使用监督等流

程标准。通过制定专项法律与配套细则，构建严

密、高效、符合国情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

律体系，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保障，推

动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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